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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干预何以推动地方协作治理？
———以长三角区域环境协作治理为例

周凌一

摘要：
【问题】环境问题的跨区域性及负外部性使得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已无法满足

现实的治理需求。近年来，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治理的实践层出不
穷却鲜有研究深入探讨中国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治理的形成机制：
自上而下的层级压力，即纵向干预，具体包括哪些形式？纵向干预
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协作？

【方法】本研究选取长三角区域Ｚ省Ａ区与Ｊ省Ｂ区、Ｚ省Ｃ市与Ｄ区间的
跨域水治理协作案例，Ｚ省Ｅ、Ｆ、Ｇ、Ｈ地区边界联动执法案例及
长三角区域船舶与港口减排案例，基于关键人物访谈、内部文件查
阅、新闻报道搜集等资料，运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法来剖析纵向干预
在地方协作治理中的作用及影响机制。

【发现】纵向干预本质上通过重塑地方主体的协作意愿以促进协作深化发
展，但不同类型干预方式的作用有所差异。过程导向型干预基于制
度建立起主体间更为稳定的信任和互惠关系，利用层级结构发挥监
督和协调的作用，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协作能力支持。结果导向型
干预，虽能建立协作机制并完成目标，却很容易挤出横向网络中的
互动，使协作机制难以维系。

【结论】区别于西方实践，本文发现纵向干预在中国是促进协作机制深化发
展的必要因素，它能够强化参与者间的横向互动，而非只是自发协
作动机不足时的补充。这一研究深入剖析了纵向干预对地方协作的
影响机制，并拓展了协作治理理论在中国情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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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窗】
!

　 协作本质上是参与者间自主互动与共同决策的网络型结构，纵向干预是
促进协作深化发展的必要因素，但无法替代或直接强制横向互动。

!

　 上级政府应以制度化的方式针对地方实际需求而适当干预，更注重在协
作过程中通过利益协调、资源支持、信任强化等方式来推动协作运行，
切忌目标导向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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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环境问题愈发严重，生态赤字逐渐扩大。环
境污染的跨区域性及负外部性，使得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已无法满足现实的治理
需求，协作治理已逐渐被视为解决复杂化、跨边界环境问题的有力工具
（Ｌｕｂｅｌｌ，２００４；ＯＬｅａｒ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实践中，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治理层出不
穷：有些协作机制是在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政策要求下成立，如２０１４年建立的长
三角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有些是地方政府基于目标共识自发形成的协
作行为，如２００９年形成的长三角地区环保合作联席会、２００８年组建的杭湖嘉绍
边界联合执法小组等。虽然已有学者开始关注环境协作治理的网络结构及其演
变（马捷、锁利铭，２０１９；锁利铭等，２０１７；锁利铭等，２０１８），但目前鲜有
研究系统探讨中国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治理的形成机制。从现实意义上看，环
境协作治理的研究能够深入揭示地方协作行为的内在机制及其影响要素，为完
善制度设计以推动环境协作治理的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协作治理（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研究兴起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
年代初的西方社会，强调“参与者从问题的不同方面出发建设性地共同探索超
越自身能力限制的解决方案”（Ｇｒａｙ，１９８９）。目前学界关于协作治理的研究大
多局限于西方社会的实践，将协作视为参与主体间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后自愿的
资源转移行为，既有协作经历、共同信念或目标、资源依赖等都是影响利益相
关者协作动机的重要因素（Ａｍｉｒｋｈａｎｙａｎ，２００８；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７）。但在中国，层级
体系下地方政府间的协作行为，除了西方情境下所关注的参与主体间相互依存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的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受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即纵向干预
的影响。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中央或上级政府可能运用一系列方式干预地
方政府的协作行为。虽然国内也有一批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协作治理的实践，并
揭示中央或上级政府在地方协作中的重要角色，但目前多局限在思辨性规范研
究，或案例与描述性分析（杨龙，２００８；张成福等，２０１２；张紧跟、唐玉亮，
２００７；崔晶，２０１６；杨妍、孙涛，２００９；颜德如、岳强，２０１２；马捷等，
２０１４）鲜有研究深入分析中国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治理的形成机制：１）自上而
下的层级压力，即纵向干预，具体包括哪些形式？有何特点？２）纵向干预如何
影响地方政府环境协作？具体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基于此，本文将通过长三角
区域环境协作治理的多案例比较分析来剖析纵向干预在地方协作治理中的作用
及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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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一）纵向干预的概念辨析及具体方式

区别于传统科层制下的决策过程，协作治理强调多个行为者互相沟通交流，
共享信息与资源，共同制定目标与决策的过程（Ａｍｉｒｋｈａｎｙａｎ，２００８）。协作往往
是由参与者间的目标共识、信任互惠、资源依赖等相互依存关系而促发的自愿
行为，以解决复杂性社会问题并获取更大的利益。但在特定情况下参与者间可
能无法形成足够的自愿协作动机。例如，没有协作经历或者有失败的经历，及
不同的价值观或利益；认为协作与自身需求相悖等（ＳａｚＣａｒｒａｎｚ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此时，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中央或上级政府可能通过立法、行政或合同等
纵向干预，要求地方政府予以协作（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本文将“环境协作
行为”定义为：为改善生态环境，多个地方政府自发或在上级政府要求下产生
的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互动，具体包括共同制定治理结构与规则，共同决策
财政或人事安排，共同决定协作目标及执行计划。

现有研究将纵向干预的方式分为权威型（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ｂａｓｅｄ）、激励型（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ｂａｓｅｄ）及信息型（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Ｍｏｓｅｌｙ ＆ Ｊａｍｅｓ，２００８）。权威型干预指上
级政府通过立法或政策就特定事项启动地方协作，这些正式的文件可能会要求
参与者形成新的协作机构，或者设计沟通交流、共同决策的制度安排（Ｂｅｎｓｏｎ，
１９７５；Ｔｈａｔｃｈｅｒ，２００４）。激励型干预指上级政府通过人事或财政资源的支持来激
发地方政府的协作动机（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甚至，只有地方建立协作组
织以提供特定公共服务才能获得中央资金的支持，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美国住
房部设立的持续护理基金（Ｉｖｅｒｙ，２００８）。信息型干预包括指导书、纵向或横向
人员间的沟通及信息提供、技术或专家支持等（Ｔ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Ｍｏｓｅｌｙ
和Ｊａｍｅｓ （２００８）的研究发现参与者能够在与上级人员的沟通中得到关键性的信
息或知识。此外，Ｔａｙｌｏｒ ＆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２００５）认为地区规划者愈发受益于州政
府所提供的数据和专业知识。

虽然已有研究综合探讨了各类纵向干预的运用，但在西方语境下，中央或
上级政府的干预手段依旧呈现出以激励及信息型为主的特点，尤其是财政拨款
或基金设立（Ｔ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在中国，纵向干预主要表现为权威型干预，
如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权威体制赋予上级对下级的政治控制，因此上级政府
习惯于运用权威型方式来形塑地方的行为，协作也不例外；另一方面，相比于
其他方式，政策要求对地方行为的影响更为直接且快速，设计也更为简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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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上级政府偏好于权威型干预的使用。实践中的权威型干预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过程导向型，如明确要求特定区域内的相关地方政府建立起协作机制，
或在协作过程中协调各方利益、明确职责。第二种是结果导向型，明确要求协
作目标且更强调目标的达成，很少介入具体的协作过程。伴随着政策的出台，
绩效考核、重要领导或上级部门的协调等方式也都是权威型干预的有效组成部
分。因此，本研究运用“纵向干预”这一概念来形容中央或上级政府对地方的
权威型干预，并将这个核心概念定义为：中央或上级政府利用层级体系，运用
一系列过程或结果导向型方式以形塑地方政府的协作动机，如颁布政策要求建
立协作机制、考核地方环境指标、领导或上级部门直接参与协作活动等。

（二）纵向干预对协作治理的影响

自愿动机不足时，上级的介入为地方主体的协作提供了一个互相沟通交流、
寻找共同利益的起点（Ｍ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Ｔａｙｌｏｒ和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２００５）研究发
现，上级政府的干预能够有效消除外部性所带来的负溢出效应，为地方组织间
的协作提供合法且可信的规划方案，规模化地为地方提供协作所需的管理与专
业技术，并建立统一的协作流程与规则。尤其是上级的资金、信息及技术都能
够有效强化参与者的协作动机，并为他们的协作活动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及能
力建设（Ｍｏｓｅｌｅｙ ＆ Ｊａｍｅｓ，２００８）。若协作者出现分歧，上级可以通过制定相关
规则以有效明确各主体的责任分配（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在中国，上级干
预的效果更为明显，即使地方政府间因权力不对等或过去的失败经历而存在冲
突，上级的政策要求依旧能够使地方迅速建立起协作机制（Ｍ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资金与人才支持、绩效评价导向，都能有效推动地方协
作并保证其执行性（龙朝双、王小增，２００７；张成福等，２０１２；杨龙，２００８）。
王路昊等（２０１９）的研究则揭示了上级政府的介入能够通过合法性压力和特殊
信任机制促进地方间的创新合作。

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上级介入可以有效启动协作并带来资金、
技术等资源；但另一方面，纵向干预也可能限制参与者间的有效协作，甚至造
成他们的反抗。首先，若上级要求的协作目标过高且无法提供有效的资源支持
时，地方政府很难完成上级的要求，甚至可能会抱有反抗态度形成象征性协作
（Ｍｏｓｅｌｅｙ ＆ Ｊａｍｅｓ，２００８）。其次，上级的协作政策或流程通常过于笼统且宽泛，
无法对地方的规划制定有针对性的指导，因而容易丧失其应有的作用（Ｔａｙｌｏｒ ＆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２００５）。最后，上级政府很难识别参与主体所需的横向互动，也无法
予以指导，已有学者发现纵向介入或中心化的组织安排可能会挤出协作者自主
的横向协作（Ｍｕｌｌｉｎ，２００９）。也有学者在研究中国实践时指出，中央主导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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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可能使地方间合作流于形式（张成福等，２０１２），效率逻辑的忽视也会使
得上级退出后协作的实质性效果大受影响（王路昊等，２０１９）。

（三）现阶段文献评述

既有基于西方实践的研究将纵向干预视为参与者自愿协作动机不足时的有
效补充，相比于自发形成的协作，纵向干预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参与主体制定
目标与规则的自主能力，且可能会对参与者范围、组织内利益分配等有明确限
定（ＳａｚＣａｒｒａｎｚ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Ｔａｙｌｏｒ和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２００５）的研究表明，虽然
１９９１年美国多式联运交通效率法案（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ｃｔ，简称ＩＳＴＥＡ）要求州交通部门与都市规划组织建立协作以促进区域可持续
发展，但地区规划者在制定当地规划时很少使用ＩＳＴＥＡ要求下的州交通规划，
更多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需求及资金能力来决策。在西方语境下，纵向干预更
多是为地方协作提供了一个起点和框架，在法案或行政命令要求下协作主体仍
旧保有较大的自主权力以具体决策。上级政府的纵向干预虽包含权威型方式的
使用，但实践中依旧呈现以激励型及信息型为主的特征，且其效用优于单独的
行政命令。已有学者开始揭示中央或上级政府在地方协作中的重要角色，但目
前多局限在思辨性规范研究，或描述性分析（杨龙，２００８；张成福等，２０１２；
张紧跟、唐玉亮，２００７；崔晶，２０１６；杨妍、孙涛，２００９；马捷等，２０１４），
并未深入讨论纵向干预对协作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官僚组织的行为深受制
度环境的影响，其在不同政体下的影响因素有显著差异，目前权威体制下纵向
介入形塑地方协作治理的机制无法为已有理论所解释，具体而言：（１）在中国，
权威型纵向干预具体有哪些方式？（２）除了为地方主体提供协作起点和目标框
架外，纵向干预是否会影响参与者的互动过程？具体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如何？

Ｘｕ （２０１１）将中国的政治体制定义为“区域分权的权威体制（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就政治而言，中央始终持有对地方人事任命
的控制权；就经济而言，地方政府被授予权力在辖区内自主决策或推动“试点”
创新。中央通过人事控制的集权与强化，保证了地方政府行为与中央意志的一
致性。地方党政领导的任命实际是由上级政府根据同一行政级别中地方政府的
综合绩效，主要是经济增长率的排名而定（周黎安，２００７），这一任命机制从两
方面抑制了地方环境协作治理的自主意愿。一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追逐使得地
方官员运用土地、政策优惠等资源发展地方经济，无暇顾及环境治理等见效慢
甚至与经济发展相悖的社会领域（Ｘｕ，２０１１）；另一方面，区域竞争和政治晋升
的“零和”博弈限制了地方政府对边界地区的关注，反而担心边界地带协作治
理的溢出效应会增强竞争对手的筹码（周黎安、陶婧，２０１１）。因此，地方政府

４９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更可能将环境协作治理视为“危险”的行为，即不利于其职业晋升。纵向干预
影响地方协作行为的关键，在于利用政治权力重塑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颁布
环境保护相关的法规或政策、考核地方环境指标、地方重要领导或上级环保部
门参与重要协作活动等，都是中央向地方释放环境保护重要性的信号，地方会
据此来分配自身的注意力，加强环境协作治理的意愿。基于中央对地方的政治
控制，纵向干预在中国的作用更为重要与深刻，不仅从目标或机制要求启动地
方协作，还可能会深入干预到参与者的互动过程，协调各方利益，降低交易成
本以促进协作发展。当然，强调横向互动的协作本身与纵向的层级体制有着天
然的矛盾，纵向干预也可能会不利于协作的实质性发展，其干预效果因具体的
方式和情境而异。因此，接下来本文将结合长三角区域环境协作治理的案例来
深入分析纵向干预影响地方协作行为的机制及效果。

三、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

本文采纳多案例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来试图揭示纵向干预对地方协作治理
的影响机制，运用过程追踪（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ｒａｃｉｎｇ）深描关键变量影响结果的机制及
其原因（Ｂｒａｄｙ ＆ Ｃｏｌｌｉｅｒ，２００４；Ｙｉｎ，２００３）。本研究以长三角区域为案例选取
地。长三角区域坐落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主要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
省及安徽省，占国土面积３ ６％，２０１６年常住总人口为２ ２亿，为全国总人口
１６ ０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２０１７年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的地区生产总
值为１９ ５３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３ ６１％ ①。然而，随着工业化及城镇化
的发展，长三角区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２０１６年，长三角地区共排
放废水１５０ ８９亿吨，占全国总量的２１ ２２％；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
（粉）尘各１１９ ４３，１９８ ４７，１０５ ４８ 万吨，分别为全国总量的１０ ８３％，
１４ ２３％与１０ ４４％ ②。基于发展理念的转变及环保意识的增强，长三角区域的
地方政府逐渐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并尝试通过协作治理有力防治跨区域性污
染，如水、大气、危废异地倾倒等。

本研究分别选取长三角区域Ｚ省Ａ区与Ｊ省Ｂ区、Ｚ省Ｃ市与Ｄ区间的跨域
水治理协作案例，Ｚ省Ｅ、Ｆ、Ｇ、Ｈ地区边界联动执法案例及长三角区域船舶与
港口减排案例来探究地方政府协作中纵向干预的作用机制。笔者多次前往各地
相关环保部门进行调研，通过关键人物访谈、内部文件查阅、参与式观察等方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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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 ｈｔｍ？ｃｎ ＝ Ｅ０１０３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 ｈｔｍ？ｃｎ ＝ Ｅ０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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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在访谈过程中，笔者也试图采取三角验证的方式以保
障资料的真实性，例如，就同一案例访谈相关的多个政府部门人员。二手资料
主要来源于会议纪要、工作简报、协议文本、联合执法方案等文件，同时也通
过查阅新闻报道予以辅助分析。多样化的信息来源和数据类型可以通过三角验
证的方式来保证资料的可信度（Ｙｉｎ，２００３）。表１列出了选取案例的访谈及资
料获取情况。

表１　 案例的访谈及资料获取情况
案例 访谈对象 时间 资料获取

Ｚ省Ａ区与Ｊ省Ｂ
区跨域水治理

Ｇ市五水共治办业务一处及Ｇ
市环保局水处Ｌ处长

２０１８年７月 会议纪要、协议文
本、新闻报道等Ｇ市Ａ区五水共治办Ｍ主任

Ｇ市Ａ区五水共治办Ｙ科长

Ｚ省Ｃ市与Ｄ区跨
域水治理

Ｇ市五水共治办业务一处及Ｇ
市环保局水处Ｌ处长 ２０１８年７月 会议纪要、新闻报

道等Ｇ市Ｃ市五水共治办Ｘ科长

Ｅ、Ｆ、Ｇ、Ｈ 地区
联动执法机制

Ｇ市环境监察支队Ｙ支队长
２０１８年７月 联动执法方案、会议

纪要、新闻报道等
Ｇ市环保局Ｔ处长
Ｅ市环保局Ｌ科长 ２０１８年１月

长三角区域船舶与
港口减排工作 Ｓ市环保局大气处Ｗ处长 ２０１８年５月 会议纪要、工作简

报、新闻报道等

四、案例呈现与分析
（一）案例呈现
１ ． 纵向干预下协作机制深化的案例
Ｚ省Ａ区与Ｊ省Ｂ区两地毗邻交界，河网交错，水系相通，界河长达３９公

里。两地的协作最早起始于２００１年的民间“零点行动”①。在中央的协调下，
Ｚ、Ｊ两省的相关部门建立起团结治污联合机制；之后，两地持续推动治水合作，
其突破性进展发生于２０１６年年底中央颁布《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后。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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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２日凌晨，Ｇ市北部渔民自筹资金１００万元，动用８台推土机、数万
只麻袋，自沉２８条水泥船，截断麻溪港，以阻拦来自Ｓ镇的污水，即民间“零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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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于２０１７年２月签订《交界区域水环境保洁联防联治联席工作机制协议》，４
月底率先建立省际边界联合河长工作机制，６月签订《Ｊ省Ｂ区、Ｚ省Ａ区联合
治理清溪河（麻溪港）合作协议书》。截至２０１８年５月，两地已联席会商８次，
解决涉及沿岸环境整治、河道保洁、河道清淤、水质联合监测等大小问题１６
个，共开展环保联合执法１０余次，解决各类环保问题２０余个，打捞水葫芦
１ ２２万吨，联合出资１亿元实行麻溪港清淤工程。

Ｅ、Ｆ、Ｇ、Ｈ四市跨界联合执法机制起源于四地的目标共识与自愿动机，而
重大事件时期省总队的协调与监督推动了跨界污染的实质性解决。２００８年６月，
Ｅ、Ｆ、Ｇ、Ｈ四市的环境监察机构共同组建了边界联合执法小组，相继出台了
《Ｅ、Ｆ、Ｇ、Ｈ边界地区环境联合执法实施方案》《Ｅ、Ｆ、Ｇ、Ｈ边界环境联合
执法工作制度》，确立了联席会议、应急预警、环境联合执法和信息共享四项工
作制度，但跨界联合执法机制的运作慢慢流于形式化。在重大国际事件期间，
如乌镇互联网大会，Ｚ省环境监察总队会介入到四地联合执法的具体工作，此时
执法查处能得到实质性落实。

在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下，２０１４年１月，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会同八部委成立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区别于以往长
三角区域自发形成的环保协作，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最大的特色就是部省联
动机制。长三角区域利用部省联动机制积极与交通部协商船舶排放控制区落实
的相关需求，据此，交通部出台《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船
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交海发〔２０１５〕１７７号），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率先启
动排放控制区。
２ ． 纵向干预下协作机制未维系的案例
Ｚ省“五水共治”的考核要求及省治水办的积极协调促成了Ｃ市与Ｄ区的

跨界水污染联防联控机制。２０１７年２月，Ｚ省提出“五水共治”的新目标———
至２０１７年年底，全面剿灭劣Ⅴ类水；２０１７年３月，在省治水办的协调下，Ｃ市
“五水共治”办与Ｄ区“五水共治”办联合开展交界断面巡查。但交界区域的
水质改善较为迟缓，２０１８年１ － ３月发生了水质反弹，因此省里再次介入，于
２０１８年４月两地建立起联合巡河、联合交办、联合整治的三联机制。虽然这一
协作过程中两地完成了上级所要求的考核目标及相关任务，但最终未成功建立
起协作机制，完成任务之时也是跨界协作分崩离析之时。

（二）案例分析

多元交流与参与、信任与互惠、协作管理机制、协作能力等都是参与主体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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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协作互动的关键要素，并可能呈现迭代、循环非线性的过程（Ａｎｓｅｌｌ ＆ Ｇａｓｈ，
２００８；Ｅｍ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Ｔｈｏｍａｓ ＆ 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６）。纵向干预为地方政府提供
了协作的起点，但协作机制的成立只是协作治理的开始，其运行及发展依赖于
主体间的互动过程。因此，本文将深入分析案例中过程导向型纵向干预如何作
用于协作过程中的信任与互惠、协作管理机制及协作能力三大关键要素，也试
图分析结果导向型纵向干预的局限性。
１ ． 过程导向型纵向干预：信任与互惠的深化
在协作中，协作者会因彼此的相同意愿而增强承诺，体现参与主体“公平

交易”的互惠感知（Ｒｉｎｇ ＆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１９９４）。进一步地，信任是参与主体在
特定环境下对彼此间互惠关系的认知，他们相信大家都会依据承诺来努力行事
（Ｔｈｏｍａｓ ＆ 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６）。信任不仅可以在参与主体反复博弈的漫长过程中建
立，也可以通过制度克服道德风险以防止寻租行为，保证双方的承诺及合同的
有效履行（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３；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０）。

Ａ区、Ｂ区两地联合治水进入实质性阶段，最大的助力来自于上级政府的纵
向介入，即一系列水治理政策文件的出台与推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求在全国层面推行河
长制，随后，Ｚ省和Ｊ省陆续印发文件以落实中央精神，如《中共Ｚ省委办公厅
Ｚ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深化落实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治水工作的若干意见》
（Ｚ委办发〔２０１７〕１２号）、《Ｊ省“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Ｊ
政办发〔２０１７〕３０号）等。同时，上级政府往往也配套推行相关的绩效考核来
保障目标的达成。Ｚ省自“五水共治”战略推行开始，就通过督查、执法、考
核相结合的方式来有效强化自上而下的治水约束力。Ｊ省也在“２６３”专项行动
计划中明确要求将黑臭水体整治的考核结果作为省“水十条”、生态文明建设和
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①。在这样的制度大背景下，２０１７年２月，Ａ区治水
办与Ｂ区水利局召开区域水环境保洁联防联治第一次会议，会议纪要中明确提
出“界河治理是深化落实中央《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精神要求的重要
体现”②。双方签订的《联防联治联席工作机制协议》也明确表示：“为进一步
落实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文件精神，加大两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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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考资料：《Ｊ省“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苏政办发〔２０１７〕 ３０
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１７ ／ ２ ／ ２０ ／ ａｒｔ＿４６１４４＿２５４５５１９ ｈｔｍｌ

资料来源：《Ａ区与Ｂ区交界区域水环境保洁联防联治第一次会议纪要》，２０１７年２
月２３日，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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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区域水环境保洁联防联治力度，全力保障全年特别是重大活动期间水环境质
量”①。

“信任，是建立在制度和协议上。基本的信任是有的，基于现在国家、
‘五水共治’的要求，知道大家都在做这个事情，都想做好，他们也有考
核，不会乱来。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没有现在的大环境，没有知道你也在
做的信任，没法坐下来谈，协议也没法下去。” （Ｇ市“五水共治”办业务
一处及Ｇ市环保局水处Ｌ处长访谈资料）

“联防联治这个工作（指２０１７年协议的签订和省际联合河长制）它的
背景就是全国河长制的推行，有这样一个大环境后，下面两地之间包括两
个省之间可能会有意愿去合作。”（Ａ区“五水共治”办Ｍ科长访谈资料）

信任和承诺的可置信是影响协作有效性及其可持续性的关键。在环境治理
中，由于激励错配、问题复杂性、责任或利益分配不均等原因，地方政府从理
性的角度会更偏好于采取“搭便车”的行为。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的出台及随后配套的一系列考核机制，能够有效提升环境治理在地方的政策优
先级，而基于环境问题的跨区域性，协作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不得不做”
的任务和两地的目标共识。因此，制度要求有效抵制了地方主体寻租行为的可
能性，使得Ａ区与Ｂ区信任对方的治水意愿，产生“公平交易”的互惠感知，
并据此形成基于制度的信任与承诺（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０）。虽然基于过往的协作经
历，两地之间的信任基础较好，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制度上的保障更能强化
他们之间的心理契约（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使其形成协作治理的长期承诺。

当然，参与主体间的信任和互惠感知也会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建立，过去
的协作经历尤其是成功经历，共同的目标及信念都能够有效促进相互的信任及
承诺的可信度。组织间的信任很大程度上由其间的个体维系，由于地方政府频
繁的人员调换与流动，既有的信任和承诺会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Ｅ、Ｆ、Ｇ、Ｈ
四市边界联合执法机制自２００８年已经走过了近１０年，对有效整合执法资源，
推动区域、流域环境改善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平时这一机制的运作完全
靠四地的自我协调，主要是当年轮值方的牵头，慢慢地，这一机制也逐渐流于
形式化，或者说，更多是为四个城市提供经验交流、信息共享的平台，很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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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Ｇ市Ａ区、Ｓ市Ｂ区交界区域水环境保洁联防联治联席工作机制协议》，
２０１７年２月，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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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无法得到实质性解决。这里面一大原因就是中国政府体系内人员的流动
频繁导致基于已有协作基础的信任往往具有不确定性。

“现在因为人走得都太多了，所以基于以前的关系，相互信任的人都走
了，做这件事情的人又都是新来的，所以制度化、常态化还是挺重要的，
不然每次都人走茶凉。”（Ｇ市环境监察支队Ｙ队长访谈资料）

据此，在中国，地方政府会基于上级的政策文件或考核要求而建立起对彼
此的信任感，且由制度产生的信任较已有协作经历所带来的信任更为稳定。即
使地方主体间有足够的自发动机启动并维系协作行为，但协作机制的深化发展
依旧离不开纵向介入所强化的信任与互惠感知。
２ ． 过程导向型纵向干预：协作管理机制的建立
从治理到行动都离不开行政管理机制的支持，传统层级体系中所强调的利

益协调及监督机制在协作治理中依旧重要，尤其是促进协作的有效性及目标实
现（Ｔｈｏｍａｓ ＆ 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６）。

（１）监督机制：保障协作的实质性开展。协作网络中参与主体间多为沟通
协商、共同决策的平等地位，不存在特定的管理主体与监督机制，因此很容易
造成协作流于形式而缺乏实质性发展。Ｅ、Ｆ、Ｇ、Ｈ四地联合执法机制就面临着
如此的困境。２００８年开始，Ｅ、Ｆ、Ｇ、Ｈ四地每年轮值组织召开一次边界环境
污染联合执法小组联席会议，其主要内容包括执法经验交流、信息共享及共同
执法方案的确定，执法方案明确梳理了当年清查任务表、具体实施计划及时间
安排。然而，联合执法所发现的问题只能由问题所属地予以执法或解决，由于
参与主体是平级的四个城市，他们之间无法互相监督或要求对所查处问题予以解决。

“这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机制，联席的制度，没有具体的工作人员，大家
都是兼职的。联席机制就是相互开会有依据，但Ｅ、Ｆ、Ｇ、Ｈ是平级的机
构，没办法互相领导。联合执法有些是象征性的。”（Ｅ市环保局Ｌ处长访
谈资料）

“我们信息共享，把污染源情况告诉给他们以后，他们会采取措施，然
后把处理的情况同时也会告诉我们。……但是因为是轮值，大家又都是平
级的，所以很难去实质性地督查考核。前两年据我了解，好像就是商会的
性质，没有很实质性去开展执法行动。”（Ｇ市环境监察支队Ｙ队长访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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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管理结构中传统的监督和问责手段能够有效解决这一困境并推进
协作发展（Ｊｅｄｄ ＆ Ｂｉｘｌｅｒ，２０１５）。上级行政部门介入Ｅ、Ｆ、Ｇ、Ｈ四地联合执
法机制时就能推动环境问题的落实。在乌镇峰会安保期间，Ｚ省环境监察总队参
与了Ｅ、Ｆ、Ｇ、Ｈ四地联合执法小组的具体工作规划与布置，并在发现问题后
监督问题的解决，以实质性促进执法查处。

“Ｅ市和Ｇ市很近，隔了钱塘江，沿江工业企业非常多，风向一变污染
就吹过来了，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就是总队牵头，搞了两次联合的交叉
检查。从Ｅ市和Ｇ市抽调执法人员，分层、分组对各地互查，然后对这些
污染源进行确认。查到了以后，一个是立案查处，第二个要督促当地政府
向污染企业要求限期整治或关闭。”（Ｇ市环境监察支队Ｙ队长访谈资料）

（２）利益协调：明晰权责并促成共识。参与协作的主体往往具备双重角色，
一方面他们需要考虑自身组织的权威和使命，另一方面需要顾及协作的共同目
标，这给参与者带来个体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潜在可能（Ｔｈｏｍａｓ ＆ 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６）。
调和好组织个体利益与协作集体利益的矛盾也是促进协作发展的重要要素，否
则，自主性的过度化可能会损害参与主体的互惠关系及协同目标的达成。具体
到地方政府间协作，利益与责任分配不均可能会导致协作的失败，而纵向干预
有权力协调地方的利益冲突，明晰其权责并达成共识。Ｅ、Ｆ、Ｇ、Ｈ四地在重要
时期的实质性联合执法也离不开上级行政部门的利益协调，且在层级体系下，
只有上级行政部门有行政能力和权限合法地统一地方政府的环境标准。

“上一级行政管理部门牵头是名正言顺的，进行指导和指挥。例如整治
企业，各地关停标准不一样，那么整治过程中各个地方会有差异。治理大
气和治理水的环境标准统一就必须上面来协调，协调是需要行政方面，需
要制度性。”（Ｅ市环保局Ｌ处长访谈资料）

长三角区域港口和船舶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得益于“大气十条”背景下协作
小组的部省联动机制，即部委为推动区域协作积极统筹、协调利益。航运是长
三角区域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排放控制区的推进不仅涉及三省一市的利益，还
会影响全国甚至国际船舶的成本。因此，必须由国家部委从顶层设计来综合统
筹各方利益，出台相关文件给予长三角区域率先推进的政策依据和合法性。上
海牵头与交通部积极沟通协商。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交通部发布《珠三角、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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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交海发〔２０１５〕１７７号）。
据此，长三角地区在上海的积极协调下，根据自身需求率先推进，自２０１６年４
月１日起启动长三角区域船舶排放控制区，比交通部文件规定的实行时间提早
了９个月。实践证明，这一举措有效降低了长三角区域的空气污染。

“船的污染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大家形成高度共识的，但是一旦
落到港航这块，大家就有利益冲突了。船舶进港口有船占用成本、码头泊
位使用费及其他服务费用，上海这边收费高一点，船都到宁波去了。船不
仅仅涉及长三角，还涉及外省市，甚至国际的船舶，这样的协调对外必须
是交通运输部。……各省大家形成共识，然后由部委对这些主体再进行利
益平衡，提出强制性要求，这是部省协作。”（Ｓ市环保局大气处Ｗ处长）

据此，纵向干预，如政策文件的支持或上级行政部门的介入，本身有着制
度所赋予的权力予以监督与协调，能够很好地弥补横向协作中地方主体地位平
等及利益冲突所带来的缺陷。纵向干预的存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Ｐｒｏｖａｎ与
Ｍｉｌｗａｒｄ （１９９５）所提出的网络管理组织（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可以促进主体间的沟通和协调利益矛盾，对于提升网络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３ ． 过程导向型纵向干预：协作能力的加强
协作能力建设，尤其是资源的支持是有效协作的必要条件之一，具体包括

资金、技术、人力等（Ｔｈｏｍａｓ ＆ 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６）。环境治理的专业性较强，上级
部门往往有更丰富的专家资源及技术设备，在长三角区域港口和船舶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中，交通部在具体论证及落实过程中为地方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与
专业指导。

“回过来看这套机制的完善、维持运行当时也要靠交通运输部，……我
们区域统筹只能是顺水推舟，前面还要做大量技术工作，说明这个事做了
是有好处的。”（Ｓ市环保局大气处Ｗ处长访谈资料）

上级行政部门有能力规模化地为地方主体提供协作所需的管理与专业技术，
以保障必要的资源支持及能力建设（Ｍｏｓｅｌｅｙ ＆ Ｊａｍｅｓ，２００８；Ｔａｙｌｏｒ ＆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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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结果导向型纵向干预：目标达成但机制未维系
然而，纵向干预并非万能，结果导向型的纵向干预虽能启动协作机制并达

成最终目标，但如果没有在互动过程中发挥应有的协调作用，则无法使参与主
体间建立起信任与互惠关系。Ｃ市与Ｄ区的跨界水域治理始于２０１７年Ｚ省省委
提出“全面剿灭劣Ｖ类水”的目标，并在省治水办的协调推动下于２０１８年４月
建立起三联机制，进一步解决交界水域的污染问题。虽然这一协作过程中两地
先后完成上级所要求的考核目标及相关任务，但就协作机制的维系来说，却是
失败的，Ｃ市“五水共治”办Ｘ科长明确表示“Ｃ市和Ｄ区之间应该不会再进
行协作，已经达标，完成了任务了”。其中最大的问题来源于上级政府的介入只
是单纯的目标导向，并未在地方协作中扮演“监督者”或“协调者”的角色，
有效协调参与者间的分歧或利益冲突。

Ｄ区隶属Ｚ省省会Ｅ市，Ｃ市隶属地级市Ｇ市，无论行政地位还是地理距
离，都与省政府部门有更紧密的联系。正如既有研究表明，在协作中，若强势
方并未考虑弱势方的利益需求并尊重其意见，很可能导致强势方倚仗自身资源
控制协作过程，最终因利益矛盾或意见分歧而破坏双方的信任，导致协作的失
败（Ａｎｓｅｌｌ ａｎｄ Ｇａｓｈ，２００８）。在Ｄ区与Ｃ市的合作中，Ｄ区也会利用自身与省
治水办更紧密的关系来试图控制协作过程：一方面，主导协商会上双方责任划
分。另一方面，Ｄ区在协作过程有一定的“官僚作风”。例如，Ｃ市派去的工作
人员与Ｄ区行政地位不对等，Ｄ区就可能“告状”到省里。

“没有平等交流。……Ｄ区相当于归省里管，所以告状告起来比我们还
快。有一次开会具体是Ｃ市涉及，所以Ｇ市（上一级政府）没去，然后Ｄ
区治水办就和省里说，Ｇ市治水办不做事，人都不派来。……任务是协商会
上定，基本上就是Ｄ区布置任务。即使存在Ｄ区自己做事比较少的情况也
没办法，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Ｃ市“五水共治”办Ｘ科长访谈资料）

然而，省治水办的逻辑也只是完成考核目标，即２０１７年“全面剿灭劣Ｖ类
水”、２０１８年防止交界段水质反弹。两地协作的建立是在省治水办要求下的直
接产物。省治水办的协调并没有常态化的机制，只是问题严重后的临时性措施，
同时也带有很强的目标达成逻辑，未在其中真正协调双方的利益与划分责任，
帮助他们建立起信任并促进协作机制的维系。因此当上级协调不存在时，两地
协作也无法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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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制度建立了，比如联防联控机制，上一级就要监管，作为日常的，
这样就能不断改善，而不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要流于形式上。”（Ｃ
市“五水共治”办Ｘ科长访谈资料）

五、总结与讨论

回到本文最初的研究问题：纵向干预，具体包括哪些形式？如何影响地方
政府环境协作？结合案例，本文将纵向干预划分为过程导向型与结果导向型两
类，其具体影响机制如图１所示。过程导向型纵向干预，积极参与到地方主体
间的互动过程，基于制度建立参与主体间更为稳定的信任和互惠关系，利用层
级结构的优势发挥监督和协调的作用，并为地方的协作开展提供必要的资源和
协作能力支持。当信任互惠等社会资本与层级体系下的行政协调相结合时，参
与者间的目标共识和相互依存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强化，由此逐渐发展为长期的
协作承诺与意愿，既达成目标又维系机制。然而，一味结果导向的纵向干预，
虽能产生所谓的协作机制并完成目标，但很容易再次用层级体系下的政策执行
挤出横向网络中的互动，尤其当参与主体间的利益矛盾未得到协调甚至被激
化时。

图１　 纵向干预影响地方协作的机制

本质上看，纵向干预在协作中发挥作用的逻辑在于：权威体制下，中央及
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享有政治控制，因此可以采取一系列干预来重塑地方主体
的协作意愿，使得原本“危险”的协作行为变得具有“吸引力”。这一点是最
为基本的目标共识建立，纵向干预能够为地方主体创造协作目标或强化已有的
协作目标。协作本质上依旧是强调参与者间自主互动与共同决策的网络型结构，
纵向干预可以起到“监督者”或“协调者”的作用，通过利益协调、资源支
持、信任强化等方式来推动协作的运行，却无法替代或直接强制协作互动。从
案例中我们也发现，中国地方政府间的协作的确需要上级部门的干预与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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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消除自发协作的不确定性及弥补监督与问责机制的缺失。区别于西方实践，
本文发现纵向干预在中国是促进协作机制深化发展的必要因素，它能够促进参
与者间的横向互动，并非只是自发协作动机不足时的补充。

当然，纵向干预与横向协作之间本质上依旧存在冲突矛盾的张力。纵向干
预并非推动协作发展的充分条件，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与地方主体协作过
程中实际需求相契合，针对具体情况来促进自主互动与信任互惠；二是制度化
的干预方式更能促进协作的可持续发展，临时性的行政要求只能起到阶段性作
用；三是切忌目标导向过强，更注重参与者间的横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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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１

纵向干预何以推动地方协作治理？◆


